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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技术、市场和场景三个维度，将数字经济产业分为技术 －市场驱动型、技术 －场景驱动型
和市场－场景驱动型三种类型，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研究能够引致不同类型数字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有效制度路径。研究发现：（１）驱动各类型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主导逻辑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政府逻辑、市场逻

辑和混合逻辑并存；（２）三种类型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所需的核心驱动因素各有侧重，技术－市场驱动型数字经济产

业突出创新或法治环境作为增长主引擎的推动作用，技术－场景驱动型数字经济产业更多依靠基础设施与法治环

境的双轮驱动，市场－场景驱动型数字经济产业的培育则需要更多关注创新与金融相关要素的有效供给；（３）偏激

励型与均衡型政府规制模式更有利于数字经济产业的成长，强规制型监管易阻碍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制度环境　制度逻辑　数字经济产业　规制　制度组态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３６（２０２２）１０－００３８－１５

　　一、问题提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在此基础上，“十四五”规划更是进一步围绕数字经济产

业、智慧应用场景等内容进行了专篇部署。当前，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有效推动了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

深刻变革。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迭代更新，不仅促进了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

业态、新模式的加速涌现，更推动了市场秩序的深度调整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加快重构［１］。

回顾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历程，从萌芽（１９９４—２００２年）、高速增长（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到成熟化发
展（２０１３年至今），从“模仿和学习”“追赶和本土化”进而至“引领世界前沿”［２］，可以说，中国数字经
济的纵深发展及数字企业的强势崛起，不仅是数字技术创新与庞大市场容量叠加作用的结果，更是政

府制度环境持续优化的产物。正是得益于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中国数字经济及互联网企业才得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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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三十年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３］。然而，历经数字企业野蛮扩张的上半场后，平台垄断、算法歧视

等问题已在当下变得越发尖锐，数字经济的发展面临着更多合法性挑战。具体而言，一方面，数字创

新的推进必将打破现有规制框架、需要包容型制度环境的滋养［４］；另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安全又亟需

稳定的制度条件作为基本保障。那么，如何从制度层面驱动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政府应如何平衡激励

与规制之间的关系？不同制度逻辑必将产生差异化的影响［２］。本文以制度环境与数字经济产业发展

的关系为研究主线，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通过建立制度组态与结果之间的充分必要关系，

探寻能够引致不同类型数字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路径，从而为进一步推动各类型数字经济产业

多元化发展与合规性监管提供思路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一）数字经济的分类问题

数字经济的概念最早由塔斯考特（Ｔａｐｓｃｏｔｔ，１９９６）提出，他认为数字经济是以信息技术支撑经济社会运

行的新范式［５］，且具备知识性、即时性、数字化、虚拟化、在线化、去中介、融合化等１２个新特征［６］。从本质

而言，数字经济是一种以互联网及相关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的经济活动［７－１０］。数字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从

数字化技术到数字化产业的演进过程。一方面，新兴数字技术从数据采集、运输、存储、加工到控制反馈各环节

的加速发展，使得数字化产品（服务）的生产、分配与消费活动由传统国民经济中剥离，进而发展成为独立的核

心产业，有效推动了数字化技术向数字化产业的转化；另一方面，智能制造、流程再造、知识自动化等数字化技

术对传统产业的赋能改造，极大地推动了传统产业交易效率、市场透明度的提升，以及市场应用领域的创新突

破与价值链重构。因此，数字经济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产业经济［１１］。

回顾已有文献，聚焦数字经济产业分类问题的探讨多以国际组织、政府统计部门为主导。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基于核算视角将数字经济产业划分为数字驱动、数字中介平台、电子零售商等６类行

业［１２］；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ＢＥＡ）从数字化赋能基础设施、电子商务和数字媒体３个维度将数字经济产

业解构为１２个小类［１０］；法国数字经济监测中心认为数字经济产业是以信息与通信技术（ＩＣＴ）部门为基础，

囊括了电信、视听、互联网、软件、卫星、通信等类别［１１］。尽管不同国家对数字经济产业的分类标准各具差

异，但其基本逻辑总体趋同：为数字技术应用提供硬件、通信基础设施的ＩＣＴ部门始终是数字经济产业发展
的核心层。同时，随着数字化场景的不断丰富，将电子商务、数字媒体等高度依赖互联网的产业部门逐步纳

入统计范畴［１３］。中国国家统计局于２０２１年发布了《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２０２１）》，将数字经济

产业界定为数字产品制造、数字产品服务、数字技术应用、数字要素驱动和数字化效率提升５个大类。其中，

前４类被列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即数字产业化）；数字化效率提升（即产业数字化）是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
济的融合部分，对应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７）中的９１个大类、４３１个中类、１２５６个小类。
从分类结果来看，《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２０２１）》具有较强的实际操作性，但由于传统产业部门

应用数字化技术所产生的效率提升应视为经济学中“远距离”效应，仅在核算上对应加总会极大地削弱统计

指标的有效性［１３］。

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本质应为导向性问题，其中兼具技术、市场等方向，涵盖面向企业（ｔｏＢ）和面向客
户（ｔｏＣ）全领域范畴，而不是简单的程度化问题。因此，本文基于技术、市场和场景三维度导向对数字经

济产业类别进行划分（见图１）。技术导向集中体现在产业价值链的上游和中游，市场导向主要表现为产
业价值链的下游，覆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渠道、丰富的产品品类（标准品、个性化产品和场景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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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数字经济产业构成分析

品），以及高效完善的客户服务体系。

场景导向是基于未来趋势与愿景需求，

将某项技术应用于特定领域，或突破现

有技术瓶颈，推动技术、市场和各类创

新要素有机协整，共同创造新技术、新

产品、新要素、新流程的过程［１１，１４］。通

过对技术、市场和场景三维度导向的组

合，将数字经济产业划分为技术－市场驱
动型、技术－场景驱动型和市场－场景驱
动型３种类型［１５］。其中，对技术 －市场
驱动型内涵的界定，借鉴了国际组织及

各国统计部门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定义，是指提供数字技术、数字产品（服务）、数字基础设施及解决方

案的ＩＣＴ部门，表征了数字产业化的发展水平。技术－场景驱动型和市场－场景驱动型数字经济产业则是
产业数字化发展的集中体现，是应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为传统产业带来的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部分。技

术－场景驱动型和市场 －场景驱动型这二者的区别在于数字技术向传统产业扩散过程中技术门槛、应用

场景、商业模式、竞争格局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技术 －场景驱动型数字经济产业是以技术创新为根本动
力，通过人机互联、物物互联和全面感知，打通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从而对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

赋能和改造的产业类型。在此过程中，为了实现信息技术与操作技术的兼容，满足企业级应用所需的超

高速、低时延、高可靠性等要求，技术 －场景驱动型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往往面临着更高的技术与网络安
全门槛。同时，由于此类型数字经济产业直接面向企业生产、城市建设等需求，其所涉及的应用场景也更

趋复杂，标准化程度更低、差异化更为显著、个性化更为突出，且多属于重资产型投资，投资回报周期较

长。典型的技术 －场景驱动型数字经济产业包括工业互联网等。市场 －场景驱动型数字经济产业是以

商业模式创新为源动力，依托于庞大市场需求的牵引，旨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的新型经济形

态。相比技术 －场景驱动型数字经济产业，由于市场 －场景驱动型数字经济产业仅以人为链接主体，从
而极大地降低了对信息传输速率、网络安全等技术门槛的要求，应用场景也相对单一、用户对服务需求的

相似性往往大于异质性。另外，市场 －场景驱动型数字经济产业多以互联网企业为主体、以轻资产运营

模式为主，更为依靠市场规模和用户流量实现获利，也更容易产生赢者通吃和寡头垄断的竞争格局，典型

代表为消费互联网。

　　（二）制度逻辑、多元性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制度逻辑是经社会建构、具备历史权变性、有能力规范组织或个人行为的物质实践、价值和规则体系。

组织和个体行为往往受到其所处的多元化制度情境影响，并由此衍生出制度多元性概念［１６］。多元制度逻辑

将制度环境定义为一个可分的系统［１７］，系统内部多种制度并存、共同影响组织行为，而对多元制度的差异化

选择会致使组织行为和绩效产生异化［１８］。各种制度秩序遵循其各自的运行逻辑，不同制度秩序之间存在一

定互补、冲突等关系，并由此推进制度的变迁［１６－１７，１９］。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各地区受制

于改革开放进程、地方政府行为、地域文化等因素差异化影响，不同地区的政府规制行为呈现出政府、市场

和社会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２０］。三种逻辑在各领域相互渗透，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影响［１６］。产业作为经

济活动的关键构成，其存在和发展也离不开制度体系的保障［２１］。一些学者研究认为，制度因素是影响产业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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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升级、产业创新、产业演化的重要因素［２１－２４］，不同产业主体间的互动会受到制度的非均衡性影响，技术

复杂度越高的产业由于更加依赖于紧密的多元主体协同，使得其发展更为需要优越的制度环境支持［２５］。同

时，这种创新效应的实现应是多元制度间竞合所形成的整体影响，而非某个单一制度要素作用的结果，具体

包括了知识产权制度、金融制度、人才制度、产学研制度等多个方面［２６］。

考虑到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制度多元性的总体特征，本文重点将政府逻辑与市场逻辑作为锚点，分析

二者之间“看不见的手”“帮助之手”和“掠夺之手”等关系［２７－２８］。在市场逻辑下，政府以“看不见的手”为市

场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并将资源配置的权利让渡给市场；在政府逻辑下，政府在市场监管、产权保护、基础

设施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２９］，既能够通过“帮助之手”弥补市场失灵，也可能会通过“掠夺之手”对

企业经营活动进行合法性规制或干预［２７，３０－３１］。“市场逻辑”和“政府逻辑”彼此之间互补或竞争，场域中各

类组织因受到多元制度的影响而使不同制度间具有了相互依赖性［３２］，进而形成了多样化的制度组态［３３］。

在具体操作中，参考已有研究［２８，３４］，选取市场环境、基础设施、监管环境、创新环境、法治环境、金融环境６个
维度制度因素，对影响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制度要素加以表征（见图２）。由于市场环境的优劣直接关系到
微观主体的经营活动，故以市场环境表征“市场逻辑”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基础设施环境和监管环

境共同反映了“政府逻辑”对市场主体行为进行激励与合法性规制的双重作用。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是政府

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监管环境代表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水平。创新、法治和金融环境同时受到

市场和政府逻辑的共同作用，体现了政府与市场交织影响的“混合制度逻辑”。在此基础上，利用各制度组

态中基础设施和监管环境水平的高低，进一步将政府规制模式分为均衡型（高基础设施环境且高监管环

境）、偏激励型（高基础设施环境且非高监管环境）、偏规制型（非高基础设施环境且高监管环境）、强规制型

（高监管环境作为核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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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研究逻辑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法（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ＱＣＡ），是一种基于整体观和系统性视角、以案例为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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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旨在解构因果复杂性问题的新兴研究范式，被视为分析整体效应及互动关系的有效方法，已广泛应用于

数字化转型、营商环境、创业与创新生态系统、战略管理等诸多管理学分支领域［３５－３７］。区别于主流统计学以

数据拟合最优单一因果模型的方法，定性比较分析更为关注对因果关系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探索，通过应用

布尔运算对案例的前因条件和结果变量进行比较，挖掘不同因果模型的数量和特征，识别导致相同结果的

多样化组态路径，进一步拓展了多重并发因果关系的分析框架，即多个原因同时出现或以某种方式整合，并

构成某个结果的组态。按照样本数据类型不同，定性比较分析法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清晰集、模糊集等不同

类型，模糊集更适用于处理连续变量问题。

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ｆｓＱＣＡ），对制度因素与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关系展开研究。采
用这一方法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１）由于制度驱动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是一个多要素协同发挥作用的结
果，传统回归分析仅能够反映单个因素的净效应，而难以判断多个条件组合对结果产生的联合效应。相

对于以变量为导向的普适视角和权变视角，组态视角则为分析多条件相互依赖的耦合效应提供了更为可

行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可以有效处理制度环境与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之间的组态关系［３８］。（２）相较于因子
分析、聚类分析等检验路径关系的研究方法，定性比较分析规避了传统方法中无法有效识别多个条件之

间组态等效性、因果非对称性等缺陷，有助于挖掘制度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互补、替代等关系。同时，定

性比较分析方法还能准确定位每个等效组态所覆盖的案例，识别不同地区在制度路径选择上的差异以及

“殊途同归”的效果［３９］。（３）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在具体使用过程中无须对案例数量进行较为严苛的大样
本限制，对小样本（案例数小于１５）、中等样本（案例数介于１５～５０）及大样本（案例数超过５０）均适用，
具有较强的研究适用性［４０］。不同于传统定量分析更加强调揭示大样本间共性规律、忽视个案的独特性，

传统定性研究仅聚焦于单个或某几个案例、忽视外部效度问题，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则结合了二者的优势，

在兼顾外部推广效度的同时，充分体现出案例的独特性。本文样本规模属于中等样本（样本量２６），适合
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二）样本及数据来源

由于数据获取限制等因素，本文样本选取２０１８年中国２６个省份数据，剔除个别数据严重缺失的地区
（如海南、西藏、甘肃等）。本文所需数据来源于各类统计年鉴、报告、统计部门官方网站及万得（Ｗｉｎｄ）数据
库等。其中，前因条件中创新环境数据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基础设施环境数据源于《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数据源于《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金融环

境数据源于万得数据库、《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监管环境数据源

于《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国财政税收统计年鉴》。结果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

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等。

　　（三）变量测量和校准

１．结果变量
组态１以技术－市场驱动型（ＴＭ）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作为结果变量，侧重于评价基础性数字经济产

业部门的竞争力，具体指标由电子信息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三类产业部门的主营业务收入均值加以表征。

组态２以技术－场景驱动型（ＴＳ）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作为结果变量，衡量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
造升级能力，考察其对其他产业部门的关联作用。结果变量的计算采用产业关联分析方法，选取“通信设

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通用设备”“专用设备”“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四个产业大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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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和感应度系数均值加以表征。

组态３以市场－场景驱动型（ＭＳ）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作为结果变量，刻画以市场需求为牵引、由数

字经济所创造的新兴经济形态的发展状况。其中，综合考虑指标科学性和可得性等因素，结果变量的计算

选取“人均信息消费支出”和“网上零售交易额”两项指标的均值加以表征，侧重反映数字化背景下以商业模

式创新为主导、以市场容量为基础而兴起的数字经济产业。

２．前因条件

从多元制度逻辑出发，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需要建立在基于互动形成的稳定制度规范内。创新、基础

设施、金融、法治等多元制度彼此作用、竞争协同，共同对产业组织产生整体效应。本文选取创新环境

（ＩＮＮ）、基础设施环境（ＩＮＦ）、市场环境（ＭＡＲ）、法治环境（ＬＡＷ）、金融环境（ＦＩＮ）、监管环境（ＲＥＧ）作为前

因条件，在二级指标选取上借鉴赵云辉等（２０１９）［４１］、杜运周等（２０２０）［２８］关于制度环境的测量方法，所有二

级指标均采用无量纲化处理，并应用熵值法确定权重（见表１）。

表１　制度组态具体指标及其权重

一级指标 代码 二级指标 指标权重

创新环境（ＩＮＮ） ＩＮＮ１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０．２４６

ＩＮＮ２ 研发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 ０．２５８

ＩＮＮ３ 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数占比 ０．２４９

ＩＮＮ４ 发明专利授权数 ０．２４７

基础设施环境（ＩＮＦ） ＩＮＦ１ 移动电话基站数量 ０．３３３

ＩＮＦ２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 ０．３３６

ＩＮＦ３ 网站数占比 ０．３３１

市场环境（ＭＡＲ） ＭＡＲ１ 市场中介组织发育水平 ０．４９２

ＭＡＲ２ 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 ０．５０８

法治环境（ＬＡＷ） ＬＡＷ１ 知识产权保护 ０．４８９

ＬＡＷ２ 维护市场的法治环境 ０．５１１

金融环境（ＦＩＮ） ＦＩＮ１ 金融相关率 ０．４８１

ＦＩＮ２ 金融业市场化水平 ０．５１９

监管环境（ＲＥＧ） ＲＥＧ１ １／减少商品市场上的地方保护 ０．２３５

ＲＥＧ２ １／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 ０．２５０

ＲＥＧ３ 财政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０．２４７

ＲＥＧ４ 地方政府的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一般预算收入 ０．２６８

３．变量校准

变量的校准是对案例赋予集合隶属的过程［４０］，转变后的集合隶属介于［０，１］范围。参考已有研究［２８］，

本文分别将３个结果变量（技术－市场驱动型／技术－场景驱动型／市场－场景驱动型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

平）和６个前因条件（创新环境、基础设施、市场环境、法治环境、金融环境、监管环境）的３个锚点（完全隶

属、交叉点、完全不隶属）分别设定为样本数据的上四分位数、中位数和下四分位数。同时，通过取高数字经

济产业发展水平的非集，实现对非高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的校准。各变量的校准锚点与相关描述性统计

分析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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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变量模糊集校准锚点

集合
模糊集校准 描述性分析

完全不隶属 交叉点 完全隶属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技术－市场驱动型（ＴＭ） ０．０１５ ０．０６５ ０．１６６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３７ ０．２１１

技术－场景驱动型（ＴＳ） ０．２５４ ０．５９８ ０．７３７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５２５ ０．２８６

市场－场景驱动型（ＭＳ） ０．１０３ ０．１９１ ０．３９８ ０．９９１ ０．０４５ ０．２９５ ０．２７５

创新环境（ＩＮＮ） ０．１４９ ０．２６２ ０．３８４ ０．７５４ ０．０４１ ０．３００ ０．１９８

基础设施（ＩＮＦ） ０．１３３ ０．２３３ ０．４３９ １．０００ ０．０１９ ０．２８７ ０．２２２

市场环境（ＭＡＲ） ０．３９８ ０．５５０ ０．６８８ ０．８０４ ０．０４６ ０．５２７ ０．１９２

法治环境（ＬＡＷ） ０．２５２ ０．３５１ ０．５６９ ０．９３８ ０．００６ ０．４０１ ０．２３０

金融环境（ＦＩＮ） ０．１３８ ０．２１４ ０．４３４ ０．６２１ ０．０３０ ０．２８３ ０．１８４

监管环境（ＲＥＧ） ０．２６７ ０．３０１ ０．３６０ ０．５０５ ０．２１５ ０．３１６ ０．０６６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必要性分析旨在检验某个条件是否构成制约结果的关键瓶颈。一致性水平是用以判断必要条件的重

要指标，当一致性值高于０．９时，即表示该条件是结果的必要条件。表３的结果显示，三个组态的单个条件
变量影响高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非高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的一致性均较低（＜０．９），表明三种组态下
均不存在产生高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非高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的单个必要条件。

表３　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的必要性检测

条件变量 代码

结果变量

高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 非高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

技术－市场
驱动型

技术－场景
驱动型

市场－场景
驱动型

技术－市场
驱动型

技术－场景
驱动型

市场－场景
驱动型

创新环境 ＩＮＮ ０．８７４ ０．５９６ ０．８２６ ０．３０６ ０．５２８ ０．３１９

～ＩＮＮ ０．３２１ ０．５５４ ０．３２２ ０．８７７ ０．６２５ ０．８１０

基础设施 ＩＮＦ ０．７７１ ０．６１４ ０．７１９ ０．２９３ ０．４５６ ０．３３４

～ＩＮＦ ０．３７９ ０．５５１ ０．４１２ ０．８４７ ０．７１４ ０．７８１

市场环境 ＭＡＲ ０．７３７ ０．５５８ ０．７７７ ０．４３９ ０．５６５ ０．３８６

～ＭＡＲ ０．４１３ ０．５４２ ０．３４７ ０．７０２ ０．５３８ ０．７２３

法治环境 ＬＡＷ ０．８３８ ０．５７９ ０．７７８ ０．２５３ ０．４５８ ０．３２５

～ＬＡＷ ０．３０２ ０．５２１ ０．３６８ ０．８７９ ０．６４５ ０．８０３

金融环境 ＦＩＮ ０．８０１ ０．６００ ０．８３２ ０．３６８ ０．５０３ ０．３４９

～ＦＩＮ ０．３５４ ０．４９７ ０．３２２ ０．７７８ ０．５９７ ０．７８６

监管环境 ＲＥＧ ０．５１６ ０．５３８ ０．５１１ ０．６７４ ０．５９３ ０．６２９

～ＲＥＧ ０．６５０ ０．５５７ ０．６１１ ０．４８２ ０．５０４ ０．４７８

　　（二）高水平的制度组态分析

组态分析旨在考察多个前因条件组合对结果是否具有充分性。对充分性的判断同样采用一致性指标

４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Ｎｏ．１０，２０２２） 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１０期）

加以衡量，但其计算方法、阈值等与必要条件分析有所区别：只有当一致性水平不低于０．７５时，才能被确定
为充分性条件，具体标准根据研究问题进行适度调整。同时，频数阈值的设置也需要按照样本规模进行确

定。考虑到本文中等规模样本量及案例在真值表中的分布特征，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置为０．８、案例频数阈
值设置为１。以此为基础，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会产生３种类型的解：复杂解（不含逻辑余项）、中间解（含具
有合理性的逻辑余项）、简约解（含逻辑余项）。借鉴以往学者研究，本文重点对中间解进行汇报，并辅以简

约解。表４结果显示，不同驱动类型下各组解和总体解的一致性指标均高于最低标准水平，表明上述组态均
为产生高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的充分条件。

表４　产生高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的制度组态

条件

技术－市场驱动

ＴＭ－Ｈ１ ＴＭ－Ｈ２

ＴＭ－Ｈ１ａ ＴＭ－Ｈ１ｂ ＴＭ－Ｈ２ａ ＴＭ－Ｈ２ｂ ＴＭ－Ｈ２ｃ

技术－场景
驱动

ＴＳ－Ｈ１

市场－场景驱动

ＭＳ－Ｈ１

ＭＳ－Ｈ１ａ ＭＳ－Ｈ１ｂ ＭＳ－Ｈ１ｃ
ＭＳ－Ｈ２

创新环境（ＩＮＮ） ● ● ○ ○ ○ ● ● ● ●

基础设施（ＩＮＦ） ○ ○ ● ○ ○ ○

市场环境（ＭＡＲ） ○ ○ ○ ○

法治环境（ＬＡＷ） ○ ● ● ● ● ○ ○

金融环境（ＦＩＮ） ○ ○ ○ ● ● ●

监管环境（ＲＥＧ） ○ ○ ○ ○

一致性 ０．９１６ ０．９４７ ０．９８３ ０．９９４ ０．８６６ ０．９４１ ０．９８１ ０．９７１ ０．９２６ ０．８０９

原始覆盖度 ０．１７２ ０．１２７ ０．３６２ ０．２５７ ０．１３８ ０．１２１ ０．３７４ ０．２４９ ０．２４９ ０．１１９

唯一覆盖度 ０．０９９ ０．０３１ ０．２６４ ０．１７８ ０．０８７ ０．１２１ ０．３３４ ０．０５１ ０．０４４ ０．０７２

总体一致性 ０．９４６ ０．９４１ ０．９５９

总体覆盖度 ０．８１０ ０．１２２ ０．７１６

　　注：（１）●代表核心条件存在；代表核心条件缺失；○代表边缘条件存在；代表边缘条件缺失。后表同。（２）对高技术－市场驱动型数
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进行标准化分析操作时，选择ＩＮＮ×～ＲＥＧ作为质蕴含项。（３）对高技术－场景驱动型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进行标准
化分析操作时，选择ＩＮＦ×ＬＡＷ×～ＦＩＮ作为质蕴含项。

１．技术－市场驱动型
根据组态分析结果显示，能够产生高技术 －市场驱动型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的制度组态共计５种

（见表５）：ＴＭ－Ｈ１ａ（ＩＮＮ×ＩＮＦ×～ＭＡＲ×～ＦＩＮ×～ＲＥＧ）、ＴＭ－Ｈ１ｂ（ＩＮＮ×～ＩＮＦ×ＭＡＲ×ＬＡＷ×～
ＲＥＧ）、ＴＭ－Ｈ２ａ（ＩＮＮ×ＭＡＲ×ＬＡＷ×ＦＩＮ×～ＲＥＧ）、ＴＭ－Ｈ２ｂ（ＩＮＮ×ＩＮＦ×ＬＡＷ×ＦＩＮ×ＲＥＧ）、ＴＭ－Ｈ２ｃ
（～ＩＮＮ×～ＩＮＦ×～ＭＡＲ×ＬＡＷ×ＦＩＮ×ＲＥＧ）。

表５　不同类型高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的制度路径

组态
制度路径

主导制度逻辑 核心驱动因素 规制模式选择
典型案例

ＴＭ－Ｈ１ａ 政府逻辑 创新环境 偏激励型 安徽、四川、湖北

ＴＭ－Ｈ１ｂ 市场逻辑 创新环境 偏激励型 天津、陕西

ＴＭ－Ｈ２ａ 市场逻辑 法治环境 偏激励型 浙江、江苏、山东、广东

ＴＭ－Ｈ２ｂ 混合逻辑 法治环境 均衡型 福建、北京、上海

ＴＭ－Ｈ２ｃ 政府逻辑 法治环境 偏规制型 重庆、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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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ＴＭ－Ｈ１ａ：以政府逻辑为主导、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因素的偏激励型监管模式。ＴＭ－Ｈ１ａ表明，在政

府逻辑作为“帮助之手”的驱动作用下，高强度的创新投入和基础设施投资，以及较为宽松的规制环境能够

促进产业发展。具有此种制度组态的典型案例地区包括：安徽、四川、湖北。以安徽为例，与长三角其他省

份相比，安徽数字经济产业基础相对薄弱，但近年来在政府主导下，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滨湖科

学城等区域性平台，以及国家实验室等创新基地的布局，正日益引发创新产出的系列变革，有效推动了创新

成果在数字经济各产业领域的持续扩散和快速发展。

（２）ＴＭ－Ｈ１ｂ：以市场逻辑为主导、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因素的偏激励型监管模式。ＴＭ－Ｈ１ｂ表明，创新

资源高度集聚、市场和法治条件完备、规制较为宽松的区域有利于技术－市场驱动型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

以天津为例，根据中国市场化指数数据显示，天津市场化水平始终位居全国前列，并于２０１８年跃居全国第四

位，评分仅次于上海、广东和浙江三个省份，具有较好的市场化条件和工业制造基础。但近年来，天津也面

临着较为严峻的新旧动能转换压力和挑战。对此，天津不断强化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并有

效带动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加快发展。截至２０２１年底，天津数字经济占ＧＤＰ比重已超过５０％，以信息安

全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

（３）ＴＭ－Ｈ２ａ：以市场逻辑为主导、以法治为核心驱动因素的偏激励型监管模式。结果显示，以高法治

环境作为核心条件，结合高创新环境、高市场环境、高金融环境和非高监管环境作为边缘条件的制度组态能

够实现高技术－市场驱动型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典型案例地区包括：广东、江苏、浙江、山东。例如，得

益于良好的市场和法治条件，以及完善的融资体系和创新环境，广东数字经济产业蓬勃发展，电子信息制造

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规模多年位居全国第一。特别是在核心城市法治环境建设方面，国家层面于２０１９年

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更是明确提出要支

持深圳率先营造彰显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环境，用法治规范政府和市场边界，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

国际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成为“法治城市示范”。

（４）ＴＭ－Ｈ２ｂ：以混合逻辑为主导、以法治为核心驱动因素的均衡型监管模式。结果显示，以高法治环

境作为核心条件，结合高创新环境、高基础设施环境、高金融环境和高监管环境作为边缘条件的制度组态能

够实现高技术－市场驱动型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具有此种制度组态的典型案例地区包括：北京、上海、

福建。以福建为例，与市场逻辑为主导、民营数字企业高度发达的广东（ＴＭ－Ｈ２ａ）相比，福建政府在促进地

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中的规制和驱动作用均更强，体现为一种以混合逻辑为核心的均衡型监管模式。

（５）ＴＭ－Ｈ２ｃ：以政府逻辑为主导、以法治为核心驱动因素的偏规制型监管模式。结果显示，以高法治

环境作为核心条件，结合非高创新环境、非高基础设施环境、非高市场环境、高金融环境和高监管环境作为

边缘条件的制度组态能够实现高技术 －市场驱动型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典型案例地区包括：重庆、江

西。例如，重庆作为一个地处内陆、位居长江上游的城市，其创新环境和市场经济基础并不突出、区位条件

也并不占优，但却能够在运输成本高昂的西部地区成功打造成为世界级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而这其中就

有赖于政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及产业链招商引资的拉动，是一种以政府逻辑为核心、自上至下强力驱动

的发展模式。

２．技术－场景驱动型

组态分析结果产生１种高技术－场景驱动型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的制度组态：ＴＳ－Ｈ１（ＩＮＮ×ＩＮＦ×～

ＭＡＲ×ＬＡＷ×～ＦＩＮ×～ＲＥＧ）。ＴＳ－Ｈ１是以政府逻辑为主导、以基础设施与法治为核心驱动因素的偏激励

型监管模式。在此种路径下，以高基础设施环境和法治环境作为核心条件，结合高创新环境、非高市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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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非高金融环境和非高监管环境作为边缘条件的制度组态能够实现高技术－场景驱动型数字经济产业发

展水平。可见，聚焦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及法治环境建设能够获得较高的产出效益，对

促进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典型案例地区包括：安徽和四川。例如，四川科技创新

能力领跑西部地区，作为国家首批确定的八个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之一，四川近年来持续加强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布局，全省已建和在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重点实验室数量居全国前列，仅省会城市成都人

工智能企业就高达数百家，覆盖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无人机、计算机视觉等领域，初步形成了上下游联动

的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生态，并在嵌入式人工智能芯片、类脑计算、指纹识别、网络安全识别等诸多细分领域

构建了显著的竞争优势。在此基础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

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的出台，进一步增强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全链条改造能力。如在生物医药领域，

通过引入智能化生产设备，推动产品生产过程从末端控制向全流程控制转变，实现原材料和内部生产配送

系统化、流程化以及产品生产全过程跨部门协同。

３．市场－场景驱动型

根据组态分析结果显示，能够产生高市场 －场景驱动型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的制度组态共计４种

（见表６）：ＭＳ－Ｈ１ａ（ＩＮＮ×ＭＡＲ×ＬＡＷ×ＦＩＮ×～ＲＥＧ）、ＭＳ－Ｈ１ｂ（ＩＮＮ×ＩＮＦ×ＭＡＲ×ＦＩＮ×ＲＥＧ）、ＭＳ－

Ｈ１ｃ（ＩＮＮ×ＩＮＦ×ＬＡＷ×ＦＩＮ×ＲＥＧ）、ＭＳ－Ｈ２（ＩＮＮ×ＩＮＦ×～ＭＡＲ×～ＬＡＷ×～ＦＩＮ×～ＲＥＧ）。

表６　不同类型高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的制度路径

组态
制度路径

主导制度逻辑 核心驱动因素 规制模式选择
典型案例

ＭＳ－Ｈ１ａ 市场逻辑 创新与金融环境 偏激励型 浙江、江苏、山东、广东、天津

ＭＳ－Ｈ１ｂ 混合逻辑 创新与金融环境 均衡型 上海、福建

ＭＳ－Ｈ１ｃ 政府逻辑 创新与金融环境 均衡型 北京

ＭＳ－Ｈ２ 政府逻辑 创新环境 偏激励型 湖北

（１）ＭＳ－Ｈ１ａ：以市场逻辑为主导、以创新与金融为核心驱动因素的偏激励型监管模式。结果显

示，创新与金融等资源要素十分发达、市场条件和法治环境较为完善的地区，更有利于市场 －场景驱

动型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产业孵化是一个创意、研发、产品进而至市场化及产业化的过程，其间需

要大量资本的持续跟进。特别是对于以消费互联网为代表的“市场 －场景驱动型”数字经济产业而

言，此类产业往往具有显著的网络效应、规模经济和“赢者通吃”等特征，数字企业以用户流量为核心

的激烈竞争使得创新和金融要素的联系更为紧密，其二者对于产业发展过程的驱动作用也更为关键。

因此，数字经济产业的培育需要与资本的健康发展实现有机结合，突出法治环境在其中的重要规制作

用。这从 ＭＳ－Ｈ１ａ案例地区（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的成功路径中可以得到进一步印证，创新活跃、

金融体系完善、市场化及法治化程度高是这些地区的共同特征，也由此孕育出一批以腾讯、阿里巴巴

为代表的世界级数字企业。

（２）ＭＳ－Ｈ１ｂ：以混合逻辑为主导、以创新与金融为核心驱动因素的均衡型监管模式。结果显示，以高

创新和金融环境作为核心条件，结合高市场环境、高基础设施环境和高监管环境作为边缘条件的制度组态

能够实现高市场 －场景驱动型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与 ＭＳ－Ｈ１ａ相比，ＭＳ－Ｈ１ｂ组态进一步突出了有为政

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在此种路径下，政府的规制与激励作用在产业发展中具有更为重要的促进效果，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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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地区包括上海和福建。这两个地区同样具有成熟的市场经济基础、丰富的创新和金融资源。特别

是上海，更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是外商投资集聚地和科技创新高地。但与江苏、浙江、山东、

广东等省份的区别之处在于，上海模式的成功更加得益于地方政府“看得见的手”的驱动。如在营商环境建

设方面，上海市政府大力推进“一网通办”“两网融合”等工作，持续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成了全国“放管服”

改革的标杆。在充分发挥政府“帮助之手”的同时，上海市还持续强化对数字经济领域的合规性监管，聚焦

数据要素、社会信用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立法实践，促进数字经济产业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

（３）ＭＳ－Ｈ１ｃ：以政府逻辑为主导、以创新与金融为核心驱动因素的均衡型监管模式。结果显示，以高

创新和金融环境作为核心条件，结合高基础设施环境、高法治环境和高监管环境作为边缘条件的制度组态

能够实现高市场－场景驱动型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与上述ＭＳ－Ｈ１ａ和ＭＳ－Ｈ１ｂ相比，组态ＭＳ－Ｈ１ｃ

同样以创新与金融资本作为促进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要素。在此基础上，组态 ＭＳ－Ｈ１ｃ与 ＭＳ－Ｈ１ｂ还表

现出相同的均衡型监管模式。但与以上两种组态路径均不同的是，ＭＳ－Ｈ１ｃ模式下案例地区的市场作用有

所弱化，政府之手的主导作用更为显著，北京正是此种组态模式下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北京的市场 －场景

驱动型数字经济产业蓬勃发展，以字节跳动、京东、美团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头部企业高度集聚。但与广东、

上海等地区发展路径不同，北京模式的成功更依赖于政府体制机制改革的驱动作用。而这种制度的变革与

转型过程，既是政府推动本地自主创新的改革深化过程，也是探寻创新政策参与地区创新要素耦合交互、优

化区域创新系统的过程。长期以来，为了充分发挥地区高校及科研院所集聚优势，北京市通过一系列政策

制度安排，转变政府管理、服务与监管思路，使其更加适应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需要，从而极大地释放了地区

内科技人员和管理人才的内生动力与创业活力，形成了知识扩散及成果转移转化的有效路径。

（４）ＭＳ－Ｈ２：以政府逻辑为主导、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因素的偏激励型监管模式。结果显示，以高创新

环境和非高法治环境作为核心条件，结合高基础设施环境、非高市场环境、非高金融环境和非高监管环境

作为边缘条件的制度组态能够实现高市场 －场景驱动型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具有此种路径的典型案

例地区是湖北省。由于数字技术所创造的新经济、新业态往往具有不同于旧事物的发展特点，要求新经

济“削足适履”必然会限制其发展，而支持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关键则在于赋予新模式萌芽的机会和充分

的探索空间。特别是对于市场环境相对落后、金融配套条件和法治环境尚不完善的地区，政府更不应该

急于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预设“红绿灯”，而是需要通过强化以创新为引领，超前部署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弱化政府规制强度等一系列偏激励型的政策举措，达到放水养鱼的效果，以此实现本地数字经济产业

的成长壮大。

　　（三）非高水平的制度组态分析

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形成非高技术－市场驱动型、技术 －场景驱动型和市场 －场景驱动型的制度组态，

分别产生的路径：一个有３种、两个有５种（见表７）。（１）技术 －市场驱动型：综合 ＴＭ－ＮＨ２和 ＴＭ－ＮＨ３

组态结果显示，即使是在其他制度条件均较为完备的情形下，过度的政府规制和无序的法治环境仍旧会使

政府“帮助之手”向“掠夺之手”转变，同时，基础设施和金融环境的不完善也会成为制约此类型数字经济产

业发展的关键短板。（２）技术－场景驱动型：根据ＴＳ－ＮＨ２ａ和ＴＳ－ＮＨ２ｂ的结果发现，仅依靠市场力量而

缺少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无法实现数字经济产业的高水平发展，反映出政府发挥“帮助之手”的重

要意义。此外，与上述技术－市场驱动型结果类似，组态ＴＳ－ＮＨ３和ＴＳ－ＮＨ４同样反映出强规制与弱法治

条件，或强规制与弱市场条件下均会导致非高产业发展水平。（３）市场 －场景驱动型：组态 ＭＳ－ＮＨ１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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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Ｓ－ＮＨ１ｃ的结果显示，缺失了金融环境的支持，两种路径均会导致非高产业发展水平。同时，从 ＭＳ－

ＮＨ２ａ和ＭＳ－ＮＨ２ｂ的结果可以看出，创新环境的缺失也会成为阻碍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核心要件。

表７　产生非高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的制度组态

条件

技术－市场驱动型　　　　 技术－场景驱动型　　　　　

ＴＭ－
ＮＨ１

ＴＭ－
ＮＨ２

ＴＭ－
ＮＨ３

ＴＳ－
ＮＨ１

ＴＳ－ＮＨ２

ＴＳ－
ＮＨ２ａ

ＴＳ－
ＮＨ２ｂ

ＴＳ－
ＮＨ３

ＴＳ－
ＮＨ４

市场－场景驱动型

ＭＳ－ＮＨ１ ＭＳ－ＮＨ２

ＭＳ－
ＮＨ１ａ

ＭＳ－
ＮＨ１ｂ

ＭＳ－
ＮＨ１ｃ

ＭＳ－
ＮＨ２ａ

ＭＳ－
ＮＨ２ｂ

创新环境（ＩＮＮ） ○ ○ ● ○ ○ ○

基础设施（ＩＮＦ） ○ ○ ● ○ ○

市场环境（ＭＡＲ） ○ ○ ● ● ○ ○ ○

法治环境（ＬＡＷ） ○ ○ ○ ○ ○

金融环境（ＦＩＮ） ○ ○ ○ ○ ○

监管环境（ＲＥＧ） ● ● ● ○ ○

一致性 １．０００ ０．９４３ ０．９１３ ０．８３９ ０．９４２ ０．８９９ ０．９０３ ０．９３４ ０．９０８ ０．８３１ ０．９３３ ０．８４１ ０．８９９

原始覆盖度 ０．６２６ ０．１６０ ０．０７１ ０．２６３ ０．２２９ ０．１１８ ０．１０１ ０．１１０ ０．５５０ ０．１４２ ０．０７０ ０．１２２ ０．１３４

唯一覆盖度 ０．５３９ ０．０９３ ０．０２５ ０．１２２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９ ０．０３４ ０．０６６ ０．４２５ ０．０７７ ０．０２５ ０．０５０ ０．０６１

总体一致性 ０．９７８ ０．８８１ ０．８５９　

总体覆盖度 ０．７４５ ０．５３１ ０．７７４

　　注：对非高技术－场景驱动型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进行标准化分析操作时，选择 ＩＮＮ×～ＬＡＷ×ＲＥＧ和 ＩＮＦ×～ＭＡＲ×ＲＥＧ作为质蕴
含项。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数字经济产业研究的基础是要对其内涵及构成具有深刻的理解，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基于技术、市场

和场景３个维度对数字经济产业进行了进一步解构，有助于拓展对数字经济产业内涵的认知边界。在此基

础上，本文揭示了技术－市场驱动型、技术－场景驱动型、市场－场景驱动型３类数字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制度路径，形成主要研究结论如下：首先，不同类型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制度逻辑各有侧重，同一类型数

字经济产业虽可能受制于多元化制度逻辑驱动，却可以达成“殊途同归”的最终效果。技术－市场驱动型数

字经济产业的培育以多元逻辑为主导，其发展需要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作用。技术 －场景驱动型数字

经济产业侧重政府逻辑的有效引导和有力驱动，需要突出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市场 －场景驱动

型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则更为突出多元化制度逻辑的共同作用。其次，不同类型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所需的

核心驱动因素各具特点。技术－市场驱动型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过程中突出强调创新或法治环境作为增长

主引擎的推动作用。技术－场景驱动型数字经济产业的成长更多依靠基础设施与法治环境的双轮驱动作

用。市场－场景驱动型数字经济产业的培育则需要更多关注创新与金融相关资源要素的有效供给。最后，

偏激励型与均衡型政府监管模式更有利于数字经济产业的成长，强规制型监管往往会抑制数字经济产业的

发展。从上文三种类型高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的制度组态中可以看出，偏激励型与均衡型监管模式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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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数字经济产业的成长。与此相反，无论是从技术－市场驱动型或是技术－场景驱动型数字经济产业发

展的制度组态中均可以看出，当高监管环境作为核心条件出现时，均易导致非高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的

形成，即强规制型监管模式大多会抑制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

本文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一是研究以省域层面数据为样本，颗粒度略大、案例多样性有待拓展，这

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技术 －场景驱动型高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的总体覆盖度偏低；二是研究中仅考

虑了主导逻辑、核心驱动因素、监管模式等制度因素对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影响，下一步可以进一步探讨

不同类型政策工具、规制方式等对于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作用；三是本文以中国社会转型期为背景，仅探

讨了政府和市场两种逻辑驱动下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制度问题，并未考虑社会逻辑对产业发展的差异化

影响。然而，当区域数字经济和数字企业发展到一个稳态的平台期后，基于宏观层面道德秩序的建立就

会变得越发重要。一个成熟而健康的数字经济产业体系不仅仅是在政府与市场所提供的制度框架下追

求最大利益，更应该是政府、市场与社会逻辑有机协同的产物。因此，未来研究可以针对以上问题展开进

一步探讨。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发现，本文就如何进一步优化区域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思

路建议：（１）综合考虑市场化水平、开放进程、产业基础、政府治理能力等因素，选择适合不同地区数字经济

产业发展的主导制度逻辑。从政府视角出发，应采取偏激励型或均衡型举措，在促进创新与维护秩序之间

寻求平衡。应避免“强规制”导向、运动式监管以及长期政策短期化现象的出现，增强政府规制的统筹协调

与政策一致性，防止产业发展的大起大落。在具体实践中，可以探索新兴数字技术监管体制改革试点，构筑

更为多元、更高弹性、更加灵活的数字经济监管模式。应聚焦不同类型数字经济产业，在不同地区开展相关

类型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特色化、差异化改革试点，如在北京探索金融科技、在深圳试点无人驾驶及无人

机、在四川和安徽等地区推动工业互联网等多元化数字经济发展试验，通过差异化政策试点，有针对性地考

虑到各地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和区域特色，综合评估某项新兴数字技术及数字产业发展的社会效应，

及时取消或放松过时的监管制度，切实做到宽严相济。（２）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

提升创新对技术－市场驱动型数字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引领能力。应以系统性思维强化创新驱动，

健全新兴数字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加强政府对重大科技创新活动的引导，从战略层面加强前瞻性设

计和超前布局，加快推动５Ｇ、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研发及相关标准的制定。同时，要充分发

挥好市场机制作用，强化数字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完善高效协同的创新体系，避免各部门、各领域、各环

节创新活动的分散封闭。（３）加快基础设施与法治环境建设，突出政府对技术 －场景驱动型数字经济产业

成长的培育作用。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繁荣发展的基石。基础设施环境的优化关键是要提高数字基

础设施的供给质量、提升设施的可达性和可用性。因此，应加快构建万物互联的数字基础设施及多元化应

用场景，推动传统企业全流程、数字化改造。另外，还应加强市场公平竞争、网络安全、科技伦理、个人信息

与权益保护等法治环境建设，建立面向数字经济的监管体制，增强法规和标准的适用性。（４）优化创新与金

融要素供给，增强政府与市场对市场－场景驱动型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协同作用。以消费互联网为代表的

市场－场景驱动型数字经济产业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和头部效应，应在加强创新环境建设的同时，重点做

好区域金融环境建设，充分发挥资本的驱动作用，构建更加普惠多元的资本市场体系，让金融更好地服务于

区域数字创新和数字经济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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